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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扰动对海洋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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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不同功能类群底栖动物的生物扰动行为，介绍了生物扰动作用下沉积物颗粒迁移、混合的特点，以及

由此促进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的释放．生物扰动作用改变了沉积环境理化性质，因此提高了其中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可

利用性．展望中提出在生物扰动作用对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环境行为影响研究中应考虑其生物毒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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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Bioturbat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Sediment-associated Organic Pollutants in Marine Ecosystem 

TIAN Shengyan，ZHANG Tong，SONG Chunzheng，GAO Yinan 

(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Chemistry，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Tianjin 300457，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describe the bioturbation behavior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groups，the particle migration and 

mixing characteristics caused by bioturbation，and the release of the sediment-associated organic pollutants in the bioturbated 

sediment. When particles are biomixed，their state can be modified chemically. Herein，sediment-associated organic pollut-

ants could be more available for other organisms. Whereas，the biotoxic changes induced by bioturb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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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扰动(bioturbation)是指底栖动物由于摄食、

建管、筑穴等生物活动对沉积物初级结构造成的改 

变[1]．这一过程导致沉积物物理、化学性质变化，并

对沉积物–海水界面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造成重大影

响．因此，生物扰动是构成河口、近岸和浅海水域关

键生态过程，是水层与底栖系统耦合过程的重要环节

和枢纽，曾经受到全球联合海洋通量研究(JGOFS)和

陆–海相互作用(LOIZS)研究的极大重视[1]．扰动生

物被誉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它一方面影响水–沉

积物界面的营养循环，另一方面改变沉积物吸附特征

及氧化还原电位，同时还影响沉积物中生源要素和污

染物的地球化学循环，其影响沉积环境的生物地球化

学过程的主要机制如图 1
[2]所示．底栖动物掘穴和沉

积食性者的摄食活动对沉积颗粒物的输运，不仅使颗

粒物发生迁移、混合，还改变了沉积物中如氧化还原

条件和降解特性等特征，从而使颗粒物中的物质更容

易被食碎屑者和分解者利用；底栖动物在穴道内的摄

食和呼吸活动使得上覆水不断涌入和排出洞穴，从而

使得洞穴周围孔隙水的化学性质发生改变，这种作用

称为生物灌洗作用，通过排出有毒代谢物和引入氧气

可以改变洞穴周围孔隙水的化学特征，在沉积物中形

成了微生物活力更强的新界面 [2–3]．生物扰动作用

下，沉积物发生的这些理化特性改变都将影响沉积物

中污染物的环境行为． 

沉积物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的重要汇．由于 POPs 性质稳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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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降解、光降解、化学分解作用具有较强的抵抗能

力，因而可以在沉积环境中存留数年甚至数十年之

久．随着外界污染源的消失，作为 POPs 主要蓄积库

的沉积物又成为污染源，即使在静态条件下，吸附在

沉积物中的污染物也会向水体释放．在水动力学条

件(潮汐、风浪)、人为因素(航运、拖网、疏浚等)以及

生物扰动作用下，沉积物发生再悬浮，将促进吸附在

悬浮颗粒物上的污染物向水体释放．即使在没有外

源输入的情况下，蓄积在沉积物中的 POPs 可以通过

颗粒物再悬浮、解吸附等途径进入水层，也可以通过

生物富集、食物链传递进入水层，因此沉积物又成为

POPs 的重要污染源，对水生环境健康的影响可能持

续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 [4]．研究发现，在某些条件

下，生物扰动对沉积物中污染物再悬浮释放的促进作

用要强于物理扰动[5]．因此，有必要重视生物扰动作

用对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本文主

要阐述了生物扰动作用下沉积颗粒物迁移混合特点、

沉积环境变化特征，以及随之发生的沉积物中有机污

染物迁移、释放、降解和生物可利用性等环境行为 

变化． 

 
1. 颗粒物输运(即沉积物再造)；2. 水的输运(即生物灌洗)；

3. 颗粒物被生物扰动迁移、混合后其化学特性发生改变；4. 生

物灌洗作用通过排出有毒代谢物和引入氧气改变洞穴周围孔隙

水的化学特征 

图 1  底栖动物作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影响沉积环境的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的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bioturbating infauna acting as eco-

system engineers and affecting biogeochemical

activity in sediment environments 

1 生物扰动作用下沉积颗粒物的迁移混合 

底栖动物通过不同方式对沉积颗粒物进行迁移、

混合．根据它们的扰动方式，大致可以分为 4 个功能

类群(图 2
[2]
)． 

 

    (1) 生物扩散者       (2) 上行输送者 

 

    (3) 下行输送者       (4) 沉积物再造者 

图 2 生物扰动功能类群 

Fig. 2 Functional groups of bioturbators 

  (1)生物扩散者(biodiffusers)：其活动导致沉积物

扩散性的输运，使沉积物颗粒在短距离移动，其中有

一类生物扩散者是通过在沉积层筑造“甬道”，随着

生物体的运动，粪便和颗粒物从表面落到管道底部，

这类动物也被称为甬道扩散者(gallery diffusers)；(2)

上行输送者(upward conveyors)：通常是头向下，垂直

方向掘穴的种类，从底部吞食沉积物，在沉积物–水

界面处排泄；(3)下行输送者(downward conveyors)：

是头向上的种类，将沉积物从沉积物–水界面通过肠

道排泄到底部；(4)沉积物再造者(regenerators)：是穴

居的种类，在掘穴和维护洞穴时不断将穴内深层沉积

物推出洞外，在沉积物–水界面形成较大的开口，在

水流作用下洞穴内又被填入表层沉积物，或者由于洞

穴坍塌导致上层沉积物迁移到下层[2]．由此可见，底

栖动物的生物扰动方式是由其生活习性、摄食方式决

定的．比如中国天津沿海常见的优势底栖动物种群：

双齿围沙蚕、泥螺和天津厚蟹，由于它们的栖息环境

和食性不同，从而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生物扰动方

式．双齿围沙蚕属潮间带高潮区的优势种，栖息在细

颗粒泥砂质黏土沉积物中，掘成 U 字形甬道(深约

15,cm)匿身其中，随潮水涨落而活动，昼伏夜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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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时露出沉积层表面，成体沙蚕靠大量吞食沉积物摄

取食物，为沉积食性，偏向于吞食较小粒径的颗粒 

物[6–7]；泥螺广泛分布于我国南北沿海潮间带–潮下带

浅水区，通常在退潮 2,h 后出现在滩面上四处爬行，

而涨潮前 2,h 迅速从滩面消失，隐藏到 10,cm 深的滩

面下，在冬季会钻到 1,m多深的滩面下潜藏起来不活

动，夏季高温时也隐藏在滩面下，依靠齿舌舔食滩涂

表面的食物，为舔食性腹足类，其食物主要以底栖硅

藻为主，还有大量有机碎屑、泥砂及小型甲壳类、无

脊椎动物卵等，泥螺对食物没有严格选择性[8]；天津

厚蟹则是典型河口穴居种，栖息于高、中潮滩，更喜

草滩[9]，洞穴深约 6,cm，摄食有机碎屑、底栖藻类和

软泥等，属沉积食性．覃雪波等[10]利用微宇宙示踪技

术定量研究了这 3 种底栖动物对河口沉积物的扰动

作用，研究发现双齿围沙蚕属甬道扩散者，泥螺属下

行输送者，厚蟹属沉积物再造者；实验表明这些底栖

动物的生物扰动作用显著影响沉积颗粒物的迁移分

布，但对不同深度颗粒物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表

层沉积物扰动强度顺序依次为：沙蚕＞厚蟹＞泥螺，

而对深层(距表面 5,cm)沉积物的扰动强度顺序依次

为：厚蟹＞沙蚕＞泥螺，生物扰动作用与它们的生活

习性基本吻合． 

伴随沉积颗粒物的迁移，吸附在颗粒物中的污染

物自然也发生迁移，尤其是具有疏水性的有机污染

物，它们极易与颗粒物结合，更容易随颗粒物的转移

进入不同环境介质．生物扰动能将表层的沉积颗粒

物迁移至深处(有些物种能迁移至 20,cm 深)
[2]，也能

将深层的颗粒物迁移至表层，这些迁移、混合的过程

必然影响有机污染物在沉积物中的迁移与分布． 

Timmermann 等[11]在丹麦 Roskilde 峡湾浅海区进行

溢油模拟实验，发现底栖动物沙蠋(Arenicola ma-

rina)、沙蚕(Nereis diversicolor)、水螅虫(Hydrobia 

spp.)、蜾蠃蜚(Corophium volutator)等生物扰动作用

下，表层颗粒物向深层输运，表层沉积物中的石油污

染在实验进行 20,d 时表现出明显迁移行为，实验进

行到 120,d 时，石油污染从表层迁移至约 10,cm 深的

沉积层．表层污染物向深层输运，有利于石油污染存

留在沉积层，不易进入水层造成二次污染．但是，生

物扰动作用同样能将深层沉积物中的污染物输运至

表层，比如上行输送者和沉积物再造者，这样就增加

了污染物的生态风险．杜永芬等[12]利用化学性质稳

定的荧光砂作为示踪颗粒，通过 15,d 的养殖实验发

现，底 栖双壳类软体 动 物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的生物扰动作用使 28.2%,的表层示踪

砂悬浮进入水体，36.1%,的表层示踪砂垂直向下迁

移；对于沉积物 8,cm 处的示踪砂，则有 27%,向上迁

移，12.6%,向下迁移．于子山等[13]通过类似示踪砂实

验也发现经过紫彩血蛤(Nuttallia olivacea)10,d 生物

扰动，沉积物表层的示踪砂有 47%,向下迁移，最深至

12,cm，对于沉积物 10,cm 处的示踪砂则有 45%,向上

迁移，15%,向下迁移．由此可见，生物扰动作用对深

层沉积物向上迁移的搬运功能是不可忽视的，这也预

示着埋藏在沉积物深层的污染物可能在生物扰动作

用下向表层迁移． 

2 生物扰动作用促进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的

释放 

生物扰动作用在导致沉积颗粒物迁移、混合的过

程中，会造成颗粒物再悬浮，吸附在悬浮颗粒物上的

污染物进入水层，颗粒物–水之间的浓度差以及溶氧

环境的变化都可能促进污染物由沉积相向水相的解

吸附或者溶解过程[14]．悬浮颗粒物本身还可以直接

被水生动物摄食而进入水层食物链．此外，生物扰动

作用对沉积物迁移、混合的过程还伴随有生物灌洗作

用发生，即动物在穴道内的运动、呼吸活动等使得水

不断涌入和排出洞穴(图 1)．生物灌洗作用通过排出

有毒代谢物和引入氧气而改变洞穴周围孔隙水的化

学特征，颗粒物迁移和水的流动共同改变了沉积层的

孔隙度，从而促进了沉积物–水间的物质交换[2]．因

此，生物扰动作用可以通过颗粒物再悬浮和从沉积物

到孔隙水的解吸附两种途径促进沉积物中污染物的

释放．污染物的释放过程受生物扰动方式、污染物化

学性质、污染物的埋藏深度等因素影响[15]．Hedman

等 [14]通过微宇宙模拟实验研究了多毛类环节动物

Marenzelleria spp.(甬道扩散者)和端足目甲壳动物

Monoporeia affinis(生物扩散者)生物扰动作用下表

层沉积物中三氯联苯([
14

C]PCB-32)的释放行为，并

与物理作用(近表层机械搅拌)造成再悬浮促进的释

放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种扰动方式的生物扰动

作用都促进了三氯联苯向水层释放，其中溶解态释放

量(即通过溶解进入水层)大于颗粒态释放量(即以悬

浮颗粒物形式进入水层)；生物扩散者 Monoporeia 

affinis 生物扰动作用下的释放量大于甬道扩散者扰

动下的释放量，并大于物理扰动下的释放量．Josefsson 

等[15]通过微宇宙模拟实验研究了上述两种底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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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扰动下，不同深度沉积物(距表层 2、5、10,cm)中

几种 3氯代–8氯代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

yls，PCBs)和 3 溴代、5 溴代和 8 溴代等几种多溴联

苯醚(PBDEs)同系物的释放行为，发现甬道扩散者

Marenzelleria spp.生物扰动下两类污染物的释放量大

于生物扩散者 Monoporeia affinis 扰动下的释放量；

释放量与污染物埋藏深度呈反比，即表层沉积物中污

染物的释放量大于深层沉积物中的污染物；疏水性相

对较差的同系物(即辛醇–水分配系数 Kow 值相对较

低)释放量相对较大；各同系物以颗粒态或者以溶解

态形式释放的比例也与埋藏深度有关：越接近表层的

低氯/溴代同系物(Kow 值相对较低)以溶解态形式释

放的比例较高，相反，深处的高氯/溴代同系物(Kow

值相对较高)主要以颗粒物状态进入水层．上述两个

研究关于不同生物扰动方式影响沉积物中有机污染

物释放行为的结果不同，主要因为前者研究的是表层

沉积物中污染物的释放，而后者研究的深度是 2,cm

以下，这个深度超过了生物扩散者 Monoporeia affinis

的扰动深度，对深层的污染物，掘穴、筑管类种群的

生物扰动作用对释放的促进作用更显重要．李俐俐

等[16]通过室内实验证明了沙蚕(Nereis diversicolor)

的生物扰动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天津大沽排污河河口

沉积物中菲向水体的释放，生物扰动作用下水体中颗

粒态菲是对照组(无生物扰动作用)的 2.96～10.35

倍，溶解态菲是对照组的 9.55～17.4 倍，其中溶解态

菲占释放总量的 80%,以上．作者认为除了沙蚕生物

扰动过程中对沉积物颗粒直接输运、迁移作用外，沙

蚕的筑穴活动使沉积物变疏松而更易发生再悬浮，而

且沙蚕以沉积物为食优选小颗粒沉积物，其排泄出的

颗粒也易再悬浮，综合以上因素提高了生物扰动组水

体中的悬浮颗粒物的含量，而且这些悬浮颗粒以小粒

径为主，其中含有较多的有机污染物；此外，底栖动

物 的 排泄物 中含有 大 量 的小分子溶解 性 有 机 质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生物扰动处理中

沉积物–水界面水体中 DOM 浓度显著升高，这也促

进了污染物从沉积相向水相解吸．综上所述，生物扰

动作用促进了沉积物中的有机污染物向水层释放，但

是其释放行为因底栖动物扰动类型而异，也受沉积物

类型和污染物的化学性质的影响．  

3 生物扰动作用改变沉积环境的理化性质 

生物扰动作用下沉积颗粒物不仅发生迁移、混

合，其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也发生改变[17–19]．底栖

动物的掘穴、摄食行为改变了沉积物的结构，同时也

改变了沉积物中如氧化还原条件和降解特性等特征；

底栖动物在穴道内的呼吸活动引起的生物灌洗作用

改变了孔隙水的化学特征，这些理化特征的改变使得

沉积物中形成了微生物活力更强的新界面[20–21]．生

物灌洗作用促进沉积物–水界面之间包括溶解氧、营

养盐及有机物等物质的交换，能够向深层沉积物间歇

性供氧，从而改变了底栖动物洞穴周围沉积层的氧化

/还原层边界，进而改变微生物群落组成[22]．底栖动

物所掘的洞穴和建筑的管道，增加了溶质在缺氧的间

隙水与含氧的上覆水之间进行交换的有效表面积，为

微生物提供了一个有氧–无氧不断交替的界面．这些

洞穴和管道的内壁不是沉积物表面的简单延伸，而是

有着特异的理化性质，并附着一些特定微生物群

落．洞穴和管道中经常变化的环境，如频繁波动的氧

化还原条件、溶质在固相和间隙水中的交换以及一些

化学反应、有机物质活性增加(更容易被生物利用)

等，为附着在洞穴和管道壁上的微生物群落变化提供

了环境基础．大量野外和室内实验都发现底栖动物

对沉积物的再造活动和生物灌洗作用促进了有机质

的矿化作用[23]． 

Hunting 等[24]研究发现底栖动物的生物扰动作用

能够促进细菌活力和矿化作用，但是不同扰动行为底

栖动物生境中的菌群结构和氧化电位存在差异． 

Volkenborn 等 [25]的 研 究 发现，在鬼虾(Neotrypaea 

californiensis)生物扰动作用下，由生物灌洗作用引起

的水动力变化导致沉积层中出现有氧–无氧周期性变

化的区域．生物灌洗作用中含氧的上覆水不断涌入

巢穴，缺氧的间隙水又不断通过沉积层–水界面交换

而排出．上覆水涌入时，水压力促使含氧的水不仅涌

入巢穴，也会渗入巢穴周围区域．鬼虾间歇性的掘穴

灌洗作用可以使巢穴区在 90%,以上时间内处于有氧

状态，而巢穴周围的沉积物和表层沉积物中有氧–无

氧状态每小时交替约 1～1.5 次．在渗透性差的泥质

沉积物中，氧周期性波动区在距巢穴几毫米的范围；

而在渗透性强的砂质沉积物中，氧波动区可达距巢穴

几厘米的范围．由生物扰动引起的氧化还原环境变

化可能是改变海洋沉积物中微生物菌群结构和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的主要因素． 

4 生物扰动作用提高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的

生物可利用性 

生物扰动作用改变了沉积物的理化性质，在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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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形成了微生物活力更强的新界面，使得沉积物中

的物质更容易被食碎屑者和分解者利用，这说明沉积

物中大分子有机物的生物可利用性得以提高．有机

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通常指沉积物中能够被生物

降解或者为生物体吸收利用的那部分污染物，是评估

其生态风险的基础．生物扰动作用下，一方面，底栖

动物洞穴和管道内频繁波动的氧化还原条件、溶质在

固相和间隙水中的交换等，为附着在洞穴和管道壁上

的微生物群落变化提供了环境基础；另一方面，生物

扰动作用影响营养盐在沉积物–水界面的交换[26]，加

速营养盐再生的过程又可能为微生物分解有机污染

物提供需要的营养源．底栖动物自身的排泄过程和

生物扰动作用共同影响沉积物-水界面营养盐交换通

量和再生过程．邓可等[27]研究发现，生物扰动作用下

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排泄的溶解态

氮和磷酸盐约有 37%,释放入水体，还有一部分存在

沉积颗粒物中．自然条件下海洋环境中的生物降解

过程往往受到营养盐限制，比如利用生物修复方法清

除溢油污染的案例，多数是通过添加营养因子促进微

生物生长的措施提高石油污染降解速率 [28–30]．在

1989 年美国阿拉斯加 Exxon Valdez油轮泄漏污染事

件后，Bragg 等[28]通过添加营养盐的方法显著提高了

石油生物降解速率．生物扰动作用促进沉积物释放

的氮磷以及底栖动物代谢产生的氮磷无机盐可能会

促进石油烃生 物 降 解 ．Timmermann 等 [11]在丹麦

Roskilde 峡湾浅海区进行的溢油模拟实验中还发现，

底栖动物沙蠋(Arenicola marina)的生物扰动作用显

著促进了 10～20,cm 深度沉积物中石油烃的生物降

解，而 0～10,cm 表层沉积物中的石油烃浓度在海浪

等物理作用和其他底栖动物类群如沙蚕(Nereis di-

versicolor)、蜾蠃蜚(Corophium volutator)、水螅虫

(Hydrobia spp.)等生物扰动作用下也迅速降低．此

外，沉积食性的底栖动物要吞食大量沉积物获取所需

要的食物，它们的消化液中含有大量促进大分子有机

化合物溶解和降解的物质，对生物降解也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 

有机污染物进入沉积物后，一部分通过分配作用

吸附在颗粒物的表面，而另一部分则扩散到颗粒物的

内部，如一些大分子的有机质微孔中，被圈闭、包裹

而滞留或锁定在沉积物中，这会降低有机污染物的生

物可利用性[31]．然而，在生物扰动作用下，进入颗粒

物内部的有机污染物有可能在沉积结构和理化性质

改变过程中发生性质变化，也可能被沉积食性的底栖

动物吞食，在动物肠道消化液作用下生物可利用性发

生改变．张迪宇等[32]通过动物体内消化实验发现部

分经消化过程而释放出来的多环芳烃会吸附在消化

残渣中排出，经过消化过程释放出来的多环芳烃是很

容易被生物利用的．李莉等[33]利用体外实验同样发

现，经过动物消化液的作用，土壤中锁定残留芘的提

取量增加，表明能够被生物利用的部分增加了．目前

虽未见关于海洋底栖动物消化过程提高沉积物中有

机污染物生物可利用性的研究，但是沉积食性的沙

蠋、沙蚕等消化液内含有大量生物表面活性剂[34]，能

有效地将沉积物中锁定的有机物溶解或者解吸出来

进入消化液便于被生物吸收．如果部分经消化释放

出来的有机污染物吸附在消化残渣中排出，同样会增

加其生物可利用性． 

5 结语与展望 

海洋环境是各类污染物的最终归宿，海洋沉积

物也是有机污染物的重要蓄积地．同时，海洋生态系

统中生活着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底栖动物，这些底

栖动物的生物扰动作用必然影响沉积颗粒物的迁移、

混合，并影响沉积环境特征，从而影响沉积物中有机

污染物的迁移、分布、释放、降解和生物可利用性等

环境行为，这些都关系到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

全．目前，关于生物扰动作用影响沉积物中有机污染

物迁移和释放行为的研究还局限在区域范围内，且针

对单一类型污染物开展，而多种污染物共存时生物扰

动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对生态风险评价更具有现实

意义．此外，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了生物扰动作用下

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的迁移和释放量的变化，而揭示

生物扰动作用下沉积物中的污染物对生境中其他生

物可能产生的风险，是对生态系统安全更直观的指

示．因此，在研究生物扰动作用影响沉积物中有机污

染物迁移、释放行为的研究中有必要考虑其毒性效应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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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专利首获国家级专利奖 

  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由天津科技大学王硕、王俊平、张燕三位教授发明的“农药西维因人

工抗原和抗体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号：ZL200410020332.2）专利荣获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这是本校首次获得国家级专利奖，也是今年市属高校中唯一一个获得国家专利奖的高校. 

  “农药西维因人工抗原和抗体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主要设计农药西维因半抗原的机构，开发

半抗原和人工抗原合成方法以及建立抗体的制备技术．专利建立的半抗原分子设计、合成技术，成为高特

异性小分子物质抗体制备的通用性技术．专利首创的西维因快速检测方法简便、快速、灵敏、时效性强，在

保障食品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利奖的获得，是学校多年来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成果，是发明人致力

于学术追求和科学研究的有力印证．作为天津市专利示范试点单位和天津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联盟单位，

学校将继续通过加强专利管理，推进产学研合作等途径，不断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和质量，提升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学校科技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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